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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往往存在搭便车现象,针对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助量子博弈理论构建了双异质政

府的量子博弈模型,对是否考虑态的纠缠分别讨论,并通过策略拓展将博弈结果锁定于量子版的双方合作策略,最后基于量

子策略和量子纠缠的解读,对府际协同的“纠缠协议”做了明确规定。 研究结果表明:纠缠态和量子策略可以有效解决政府

“搭便车”行为,因为量子纠缠和量子策略通过利益关联和指标量化,避免了“道德风险”问题,强化了政府双方履行自身职责

的约束力。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推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

估及问责机制和培养区域认同感、建立府际信任三点管理启示,为我国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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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的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属地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大气污染的复合性、跨界性等特征。 因此,推进整

个区域的府际协同治理是纾解区域大气治理困境的关键[1] 。 “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切实提高环境治

理效能,强化区域协同治理。 区域协同治理也称府际协同治理,是指区域政府之间通力合作,整合资源,共
享利益和共担风险,实现整体治理效果的最大化[2] 。

学者们对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府际关系[1,3-4] 、协同政策[5-7] 和协同效果检验[8-10] 三

个层面展开。 例如,在府际关系层面,景熠等[3] 通过建立府际间信任的三方演化博弈,指出地方政府之间

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关系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与之方法类似的还有,王江和王鹏[1] 分别

构建生态属地治理模式与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模式的博弈模型,验证了府际生态协同治理效果优于属地治

理。 此外,关于大气污染协同政策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基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文本数据的量化

分析,研判当前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协同程度。 研究结论显示:当前治理政策的协同度不足,政策目

标、政策措施的协同度有待提高[5-6] 。 而对于协同治理效果检验的研究则主要基于面板数据,并利用双重

差分模型进行协同治理前后的效果检验。 例如,崔和瑞和辛媛等[11] 基于 284 个地级市 2005—2020 年的数

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减排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高于欠发达

地区,指出政策执行中的区域异质性(如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等)不容忽视。 Zhang 等[2] 也得出了

相似的结论。
虽然以上学者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面贡献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

府际间协同治理,但依然无法对协同双方形成较强约束力。 一方面,以“晋升锦标赛”为代表的人事任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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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促使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治理问题[12] ,无序的府际博弈还有可能促使地方

政府将污染源迁至边界地区或放宽对边界区域的环境监管,引发环境污染的“以邻为壑”现象[13] ;另一方

面,在污染物来源难以界定的情况下,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极易发生“搭便车”行为,且随着大气污染协

同治理集体规模的扩大,极易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剧“搭便车” 问题,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困

境” [14] 。 因此,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化解区域内各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困境,解决

“搭便车”问题[15] 。
许多学者采用博弈论的方法解决“搭便车”问题,研究主要关注奖励、惩罚、信息披露和生态补偿机制等

方面。 例如,Xue 等[16]在研究城市群政府合作博弈中指出采取惩罚措施能较有效的遏制背叛行为。 同样

地,王江等[1]基于演化博弈指出对“严格执行治理要求”者进行奖励、补偿,对“被动执行治理要求”者进行处

罚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贺一堂等[17]在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指出信息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协

同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 此外,景熠等[3] 基于信任博弈提出,给予那些为了维护区域整体大气环境利益而

牺牲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的地方政府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提高他们的治理积极性。 通过总结以上文献得出,
奖惩机制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补偿机制可以提高协同合作的积极性,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搭便车的问题。 然而,这些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奖惩机制的作用有限、信息披露存在主观

性[18] 、生态补偿机制会导致例如寻租的低效率现象[19] 。 此外,传统博弈理论的策略选择是“合作-不合作”
的二元策略集,而实际上,政府的合作意愿是一个连续策略集,存在介于“合作”与“不合作”中间的状态,类
似于量子力学中的叠加和纠缠[14] 。 随着人们对量子力学和量子信息论的研究,一种新的博弈论形式———量

子博弈论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应用领域。
量子博弈论是以量子信息论为工具研究博弈论的跨学科理论[20] 。 跨学科的性质使得量子博弈相较于

经典博弈具备一定的优势,并解决一些经典博弈论无法解决的问题[21] 。 Meyer 等[22] 的研究表明,在硬币翻

转博弈中采用量子策略的参与者总是可以战胜采用经典策略的对手;Eisert 等[23]发现,在囚徒困境博弈中通

过量子纠缠的引入,经典博弈中存在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消失了。 自 1999 年出现量子硬币翻转游

戏[22]和 Eiser 等[23]解决囚徒困境的量子博弈模型以来,量子博弈已被应用于经济学[24] 、信息科学[25] 等领

域。 基于这两个基本模型,又相继产生了如性别之战博弈量子模型[26] 、量子演化模型[27] 、量子博弈猎鹿模

型[28]等。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做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例如,刘霞等[29] 运用考虑量子纠缠的量子博弈方

法,克服了金融市场的监管困境。 贺一堂等[17]用量子博弈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励机制,解决了努力程度

不可观测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 黄定轩等[30] 基于量子演化模型实现了协调博弈的帕累托最优。 总之,
量子博弈采用态叠加和量子纠缠原理,能够解决经典博弈中存在的难题,例如拓宽策略范围、消除困境、改
善结果等,它为解决异质政府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动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1)利用量子博弈的分析范式研究大气污染府际协同治理问题是否合理?
(2)量子机制能否消除异质政府在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的搭便车行为?
(3)如果可以,如何利用量子机制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双方积极参与区域协同治理?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将博弈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描述博弈双方策略和状态的不

断变化,突破了经典博弈策略集非此即彼的局限;②利用量子机制解决协同治理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克服

了经典博弈中难以或无法解决的困境;③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情景下,对量子纠缠和量子策略进行了实际

含义的解读,并明确制定了约束政府行为的“纠缠协议”。

二、问题描述和研究假设

(一)问题描述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为各区域发展进程不一致,致使地方政府在实现经济

增长和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权衡理念产生冲突[10] 。 例如,长江下游浙江、江苏、上海的经济实力较强,它们

率先实现了经济发展,对环境也造成破坏。 在经历了大气污染造成的危害后,它们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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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双方收益矩阵

政府 A
政府 B

合作(C) 背叛(D)
合作(C) α1b-β1 c,α2b-β2 c α1b-c,α2b

背叛(D) α1b,α2b-c 0,0

境的重要性。 但上游地区的部分省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环境污染是不

可避免的。 此时,上游地区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观点与下游地区追求生态保护的观点之间的冲突将导致地

方政府之间的治理理念失衡,促使上游省份可能选择搭便车,对区域协同合作治理造成困难。
此外,各区域经济规模和污染程度不同,治污技术水平也存在差异,致使各个地区环境治理的投入成本差

异悬殊。 图 1 为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21 年 31 个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为例,长江三角洲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约 1690 亿元,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分

别为 590 亿元、500 亿元、450 亿元和 150 亿元,分别占长江三角洲地区污染治理投资的 34. 9%、29. 6%、26. 6%和

8. 9%。 三个地区经济规模不同,环境问题类似,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案例表明了地方

政府在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区域经济实力的影响。 因此,可将地方政府的经

济实力视为政府异质性,由于异质性,地方政府的合作效益、治理成本各不相同,故设置收益-成本系数来表征政

府异质性。 为简化模型,只考虑经济实力一强一弱的两相邻政府,协同收益系数和成本分摊系数较高的一方政

府视为发达地区,记为政府 A;对应的,另一方政府视为欠发达地区,记为政府 B。

图 1　 2021 年全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
 

《2021 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

(二)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问题描述,作出如下假设:
(1)基于经典博弈理论,政府 A、政府 B 的两个极端策略选择分别为合作(C)和背叛(D)。
(2)该区域创造的环境协同治理效益和总治理成本保持不变。 此外,两地方政府以特定的分配比例获

得固定的净治理收益和分担成本。
(3)若两方都积极协同治理能获得正的净效益,两方消极参与获得净效益为 0。 若一方合作,另一方背

叛,则背叛方获得部分治理效益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合作方能获得部分治理效益但需要承担协同治理

的全部成本。
(4)不考虑此区域以外的大气污染扩散造成的影响。
(5)α1 和 α2 分别为政府 A 和政府 B 的协同治理效益分配系数,β1 和 β2 分别为政府 A 和政府 B 的治理

成本分摊系数。 并且,0 <α2 <α1,α1 +α2 = 1 和 0 <
 

β2 <
 

β1,β1 +β2 = 1。
根据假设,构建双方的收益矩阵如表 1 所示。
在表 1 中,b 为政府间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总收益,

c 为两政府的共同成本。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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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成本是外部的,可以由其他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环境治理的好处也具有外部性,这可能导致经济实力较

小的地区搭便车。 考虑到政府 B 的经济实力较弱,污染治理水平较低,在区域协同治理过程中可能面临较高的

治理成本和较低的效益,因此,设定 0<β2c<α2b<c<α1b。 利用占优策略下划线法,可知表 1 博弈的均衡结果是:
(合作,背叛),即政府 A 积极治理大气污染,而政府 B 则消极应对。 由于政府 B 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污染

较为严重,治理效果较差,治理成本高,这导致政府 B 选择搭便车行为。 为此,本文尝试引入量子机制来解决这

个问题。 由于量子博弈独特的叠加性和纠缠性,它扩大了策略空间,描述了博弈双方策略和状态的不断变化,
因此有可能产生优于经典博弈的结果。

三、量子博弈的基本模型

(一)量子博弈模型要素

量子博弈将量子力学中的物理行为信息与博弈论相结合,描述了博弈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实现[31] ,
其可以表示为:G{n,ΘH,ρ,S,u}。 其中 n 是博弈中的参与者数量;H 是二维希尔伯特(Hilbert)空间,它包括

两个量子比特和每个博弈者的一个比特;ΘH 是博弈的状态空间,系统每一时刻的游戏结果完全由二维状态

空间中的状态向量描述;ρ 是初始量子状态,量子博弈的决策过程主要通过对初始状态应用局部变换来实现

博弈决策,具体表现为对应酉矩阵算子的左单位乘法;S 是参与者集合的策略空间;u 是参与者的效用函数。
此外,量子博弈需要一个物理测量设备,该设备可以根据两个比特的状态来确定博弈方的收益。

(二)量子博弈一般计算过程

在量子博弈的框架下,量子表达式依赖于经典策略的支付。 首先把 Hilbert 空间的基矢指定为两个基本向

ψ 为量子策略状态,J~ = J
∧

为可逆门

图 2　 量子博弈一般过程示意图

量:|C〉 =
1
0( ) ,|D〉 =

0
1( ) 。 其次,在每种情况下,博弈的状态都

由张量积空间中的向量描述,任意状态可以由这 4 个基础策

略的任意组合来表示 |CC〉、 |CD〉、 |DC〉、 |DD〉(第一个 qubit
代表政府 A 的策略,第二个 qubit 代表政府 B 的策略)。 其中

|CD〉 = |C〉􀱋|D〉。 量子博弈的一般计算过程如图 2 所示。
1. 计算初始量子策略状态

最初,每个主体都处于状态 |C〉,然后经历双量子纠缠门

J
∧

= exp iωD
∧

􀱋D
∧

2( ) = cos ω
2

·I
∧

􀱋I
∧

+isin ω
2

·σ
∧

x􀱋σ
∧

x =

cos ω
2

0 0 isin ω
2

0 cos ω
2

-isin ω
2

0

0 -isin ω
2

cos ω
2

0

isin ω
2

0 0 cos ω
2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
÷

(1)

其中:J
∧

为量子纠缠门;i 为虚数单位;I 为 4×4 的单位矩阵;σ
∧

x 为 Pauli-x 矩阵的变型矩阵
0 1

-1 0( ) ;ω 为纠缠程

度,且 ω∈ 0, π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当 ω= 0 时代表不纠缠,ω= π

2
时代表最大纠缠,接着,初始量子策略状态如式(2)所示。

|ψi〉 = J
∧

|CC〉 =

cos π
2

0
0

isin ω
2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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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ψi 为初始量子策略状态。
2. 计算最终量子策略状态

U
∧

A、U
∧

B 分别是政府 A 和政府 B 的局部酉算子(也称为局部操作算子)。 纯量子策略是一种特殊的酉算

子,可以用式
 

(3)表示。

U
∧

(θ,φ)=
eiφcos θ

2
sin θ

2

-sin θ
2

e-iφcos θ
2

( ) (3)

此处 e 是自然常数,0≤θ≤π,0≤φ≤ π
2

,特别的,定义经典合作策略 C
∧

≡(0,0)=
1 0
0 1( ) ,经典背叛策略

D
∧

≡(π,0)=
0 1

-1 0( ) ,量子合作策略 Q
∧

≡ 0, π
2( ) =

i 0
0 -i( ) 。 一旦参与者执行他们的策略,初始状态将变成

一个状态(U
∧

A􀱋U
∧

B)J
∧

|CC〉,其中

U
∧

A􀱋U
∧

B =
eiφAcos

θA

2
sin

θA

2

-sin
θA

2
e-iφAcos

θA

2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
eiφBcos

θB

2
sin

θB

2

-sin
θB

2
e-iφBcos

θB

2

æ

è

ç
ç
ç
ç

ö

ø

÷
÷
÷
÷

(4)

因此,两类参与者提交他们的状态来进行最终测量,最终测量是通过可逆门来实现的 J
~

= J
∧+ ,最终状态以

式(5)的形式表示态叠加特征。

|ψf〉 = J
~
(U

∧

A􀱋U
∧

B)J
∧

|CC〉 (5)
最后的量子态可以通过量子测量导致最终态坍缩成一个纯态的结果,即

|ψf〉 = J
~
(U

∧

A􀱋U
∧

B)J
∧

|CC〉 = [cos(φA +φB) -icosωsin(φA +φB)]cos
θA

2
cos

θB

2
|CC〉 +

[cosφA -icosωsinφA]cos
θA

2
sin

θB

2
|CD〉 +[sinωsinφB]sin

θA

2
cos

θB

2
|CD〉 +

[cosφB -icosωsinφB]sin
θA

2
cos

θB

2
|DC〉 +[sinωsinφA]cos

θA

2
sin

θB

2
|DC〉 +

[sinωsin(φA +φB)cos
θA

2
cos

θB

2
|DD〉 +sin

θA

2
sin

θB

2
|DD〉 (6)

3. 计算量子策略收益

根据式(6)最终状态塌缩到张量积空间基向量的概率计算公式如式(7)所示。

PCC = 〈CC |ψf〉 2 = [cos2(φA +φB) +sin2(φA +φB)cos2ω]cos2 θA

2
cos2 θB

2

PCD = 〈CD |ψf〉 2 = sin2φBsin2ωsin2 θA

2
cos2 θB

2
+[cos2φA +sin2φAcos2ω]cos2 θA

2
sin2 θB

2

PDC = 〈DC |ψf〉 2 = sin2φAsin2ωsin2 θB

2
cos2 θA

2
+[cos2φB +sin2φBcos2ω]sin2 θA

2
cos2 θB

2

PDD = 〈DD |ψf〉 2 = sin2(φA +φB)sin2ωcos2 θA

2
cos2 θB

2
+sin2 θA

2
sin2 θB

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7)

其中:PCC、PCD、PDC、PDD 分别是最终量子策略状态坍缩为纯策略 | CC〉、 | CD〉、 | DC〉、 | DD〉的概率,经验证

PCC+PCD+PDC +PDD = 1。 最后,基于量子博弈收益算例,通过收益矩阵和式(7),计算纠缠量子博弈的量子收

益。 政府 A 量子收益($A)和政府 B 的量子收益($B)可以定义为式(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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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α1b-β1c)PCC+(α1b-c)PCD+(α1b)PDC

$B = (α2b-β2c)PCC+(α2b)PCD+(α2b-c)PDC
{ (8)

(三)量子机制解释

1. 量子状态

在量子博弈中,博弈的状态使用叠加态的概念,把概率空间从实数域扩展到了复数域。 希尔伯特空间

基向量 |C〉和 |D〉分别对应于传统博弈中“合作”状态和“背叛”状态。 每个参与者的状态是基向量 | C〉和

|D〉的二维线性组合,即 j |C〉 +k |D〉。 ( j、k 是概率大小),这个线性矢量是一个叠加态。 在本文中,“合作意

愿”用叠加状态来表示,使双方合作意愿的连续变量更符合现实。 因为博弈中有两个参与者,博弈状态表示

为四维希尔伯特空间向量基: |CC〉、 |CD〉、 |DC〉、 |DD〉,直积运算的功能是将两个向量合成一个新的向量来

表示系统的叠加状态,故博弈状态为 j |CC〉 +k |CD〉 +g |DC〉 +h | DD〉 ( j、k、g、h 为波函数振幅的平方,用来表

示量子态对应的概率,且 | j | 2 + | k | 2 + | g | 2 + | h | 2 = 1。
2. 量子策略

由式(3)可知,参与者的量子策略空间被限制为两参数 θ 和 φ 的 2×2 酉矩阵集,其中纯量子态 U
∧

(0,0)、

U
∧

(π,0)分别对应于经典策略中的“合作”和“背叛”。 因此,结合现实,有理由认为 θ 值的大小代表政府之间

的合作意愿或者努力程度,θ 值越大,表明政府协同治理大气污染意愿越低,θ 为 0 时,表明政府合作意愿最

强或努力程度最高。

不难发现,量子策略 U
∧

(θ,φ)指的是 0<φ≤π / 2 时相应的策略,因此 φ 值代表策略的量子化程度,φ 越接

近 0
 

,策略的量子化程度越小,反之则越大。 φ= π / 2 代表完全量子策略,φ= 0 时代表非量子策略,此时系统

坍缩成经典策略,且收益与纠缠度无关。 在协同治理情境下,φ 可将其看作是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可被

检测的、可量化的各项指标,如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治污技术与能力,当 φ= 0 时,表示地方政府不存在

协同治理能力。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主观治理意愿和客观执行能力,其包含了可量化和不可

量化的内容。 为了表征协同治理的这两个方面,量子策略中描绘的合作治理意愿和治理技术水平,在一定

程度上综合了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符合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际。
3. 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是一种可观测的物理现象,指两个量子系统之间的非局域性、非经典性、先天的强关联[32] 。 由

于这种非局部相关性,对一个子系统的操作会影响另一个子系统。 若两体系统 A 和 B,不能写成 |ψ〉 AB =
|ψ〉 A􀱋 |ψ〉 B,则认为两体纠缠,纠缠度的确定通常通过对量子信息进行测量[33] ,因此,纠缠态可以作为信息

共享的工具。 此外,纠缠从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将博弈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得双方的利益相关性提

升,参与者把彼此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17] 。
综上,有理由将纠缠视为衡量地方政府之间信息共享程度和利益关联程度的指标,纠缠程度越高,从另

一个政府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就越高(量子纠缠度的取值为 0<ω≤π / 2)。 当两

个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双方都无法观测对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因此,根据纠

缠的特点,本文将构建一个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纠缠协议”。

四、量子博弈模型分析

θA、θB、φA、φB 是政府策略选择的参数,ω 为系统纠缠度的大小。 由于纠缠度对整个博弈过程的影响显

著,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是否考虑态的纠缠分两种情形讨论。
(一)不考虑态的纠缠

由于不考虑态的纠缠,因此对式(7)取 ω= 0,每个量子态的概率分布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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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C = 〈CC |φf〉 2 = cos2 θA

2
cos2 θB

2

PCD = 〈CD |φf〉 2 = cos2 θA

2
sin2 θB

2

PDC = 〈DC |φf〉 2 = sin2 θA

2
cos2 θB

2

PDD = 〈DD |φf〉 2 = sin2 θA

2
sin2 θB

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9)

政府 A 的收益为

　 　 　 　 　 　 　 $ A = (α1b-β1c)cos2 θA

2
cos2 θB

2
+(α1b-c)cos2 θA

2
sin2 θB

2
+(α1b)sin2 θA

2
cos2 θB

2

= [(β2c-α1b)cos2 θB

2
+(α1b-c)]cos2 θA

2
+α1bcos2 θB

2
(10)

政府 B 的收益为

　 　 　 　 　 　 　 $ B = (α2b-β2c)cos2 θA

2
cos2 θB

2
+(α1b)cos2 θA

2
sin2 θB

2
+(α1b-c)sin2 θA

2
cos2 θB

2

= [(β1c-α2b)cos2 θA

2
+(α2b-c)]cos2 θB

2
+α2bcos2 θA

2
(11)

由式(10)和式(11)可知,在不考虑态的纠缠时,政府 A 和政府 B 的收益只与 θ 有关,此时,政府之间的

合作意愿或努力程度将影响各自的收益。
命题一:不考虑态的纠缠时, 政府 A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增大而增大的充分条件为 0 ≤ θB <

2arccos
α1b-c
α1b-β2c

,此时政府 A 的最优策略是完全合作,即 θA = 0;政府 B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减少而增加,

此时政府 B 的最优策略是完全背叛,即 θB = π。

证明:对政府 A 而言, $ A = (β2c-α1b)cos2 θB

2
+(α1b-c)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cos

2 θA

2
+α1b cos2 θB

2
,由于(β2c-α1b) cos2 θB

2
+

(α1b-c)的正负难以确定,只有满足 θB <2arccos (α1b-c) / (α1b-β2c) 时,(β2c-α1b)cos2 θB

2
+(α1b-c) >0, $ A

随 θA 的增加而减小,也即政府 A 的收益随政府 A 的合作意愿的增大而增加;对政府 B 而言, $ B =

(β1c-α2b)cos2 θA

2
+(α2b-c)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cos

2 θB

2
+α2b cos2 θA

2
,由于(β1c-α2b)cos2 θA

2
+(α2b-c)对任意 θA∈[0,π]时始终

小于 0,因此 $ B 随 θA 的增大而增大,也即政府 B 的收益随政府 B 的合作意愿的减小而增大,命题一证毕。
由命题一可知,在不考虑态的纠缠时,只有当政府 B 的合作意愿高于某一特定值时,政府 A 才会选择完全

合作。 而政府 B 的收益则总是随着合作意愿的增加而降低,因而会选择背叛策略。 因此,政府 B 对待区域大气

污染治理更倾向于采取搭便车。 以四种较为特殊的策略为例,分别为经典合作策略 U
∧

(0,0)、经典背叛策略

U
∧

(π,0)、量子合作策略 U
∧

(0,π / 2)和量子背叛策略 U
∧

(π,π / 2)。 政府 A、政府 B 的收益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考虑态纠缠时四种特殊策略下两政府的收益情况

政府 政府 B

政府 A U
∧

B(0,0) U
∧

B(π,0) U
∧

B(0,π / 2) U
∧

B(π,π / 2)

U
∧

A(0,0) (α1b-β1c,α2b-β2c) (α1b-c,α2b) (α1b-β1c,α2b-β2c) (α1b-c,α2b)

U
∧

A(π,0) (α1b,α2b-c) (0,0) (α1b,α2b-c) (0,0)

U
∧

A(0,π / 2) (α1b-β1c,α2b-β2c) (α1b-c,α2b) (α1b-β1c,α2b-β2c) (α1b-c,α2b)

U
∧

A(π,π / 2) (α1b,α2b-c) (0,0) (α1b,α2b-c)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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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 可知,由于不考虑态的纠缠,模型中参数 φA、φB 的取值不影响最终的收益,政府的收益只与参数

θA、θB 有关。 并且(合作,合作)是不稳定点,政府双方都有动机改变当前策略追求更高的收益,最终博弈均

衡点是(合作,背叛)。 此外,当政府 A 完全合作,即 θA = 0 时,无论其是采取非量子策略还是量子策略,只要

政府 B 选择背叛,政府 A 的收益就降为 α1b-c,政府 B 的收益情况类似,也就是说选择“背叛”策略的一方政

府带来的代价需要由完全努力的政府来承担。
为了直观地观察在不考虑态纠缠情况下量子策略对双方政府收益的影响,不妨设定一组初始值:α1 =

0. 6、α2 = 0. 4、β1 = 0. 6、β2 = 0. 4、b= 10、c= 5,此时政府双方的收益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政府双方的收益只跟彼此的合作意愿 θ 有关,由图 3(a)可知,θB 越接近 0,政府 A 的收益

随 θA 的增大而增大的趋势越明显;当 θB 靠近 π 时,政府 A 的收益随 θA 的增减性不易判断。 不妨将图 3(a)
沿着不同的截面切开,所得 $ A 随 θA 变化的图像如图 4(a)所示。 相应的,图 4(b)为不同截面下 $ B 随 θB

变化的图像。

从图 4 易知,当 θB≤ π
2
时,政府 A 的收益随 θA 的增大而增大,而当 θB≥3π

4
,政府 A 的收益随 θA 的增大

而减小。 理解为政府 B 的合作意愿超过一定程度时,政府 A 的最优策略是背叛,反之是合作;而对政府 B 而

言,无论 θA 如何变化, $ B 总是随 θB 的增加而增加,即无论政府 A 如何决策,政府 B 都会选择背叛。 也就是

说,政府 A 和政府 B 都希望对方积极参与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而自己却坐享其成,此时,他们的利益

图 3　 不考虑纠缠态下 θ对政府双方收益的影响

图 4　 沿不同的截面切开观察合作意愿对政府双方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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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最大。
由表 2 和图 3、图 4 的分析得知,当两政府处于非纠缠状态时,政府双方都希望对方努力治污而自己坐

享其成,“搭便车”行为仍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有必要考虑引入态纠缠后讨论双方的博弈情况。
(二)考虑态的纠缠

当 0<ω≤ π
2

,表明系统加入了态的纠缠,为方便起见,接下来只考虑最大纠缠时的情况,即 ω= π
2

。

命题二:考虑态的纠缠 即 ω= π
2( ) 后,如果政府 A 采取完全量子策略,即 U

∧

A θA, π
2( ) 时,政府 A 的收益随

着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加的充分条件是 θB∈(θ
-

B,π),且政府 B 不能采用完全量子策略。 类似地,如果政府

B 选择完全量子策略 U
∧

B θB, π
2( ) ,政府 B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加的充分条件是 θA ∈(θ

-

A,π),且政

府 A 不 能 采 用 完 全 量 子 策 略。 其 中, θ
-

B = 2arccos α1b / [2α1b-(α1b+β2c)sin2φB] , θ
-

A =

2arccos α2b / [2α2b-(α2b+β1c)sin2φA] 。
证明:在最大纠缠情况下,政府 A 和政府 B 的收益分别为

$A = {[(α1b-β1c) cos2 (φA +φB ) +c( cos2φA + sin2φB ) - 2α1b] cos2 θB

2
+α1b - c cos2φA } cos2 θA

2
+ (α1b -

csin2φB)cos2 θB

2
,

 

$ B = {[(α2b-β2c)cos2(φA+φB) +c(cos2φB +sin2φA) -2α2b]cos2 θA

2
+α1b-ccos2φB}cos2 θB

2
+

(α2b-c cos2φA)cos2 θA

2
。

不妨令 XA = [(α1b-β1c)cos2(φA +φB) +c( cos2φA +sin2φB) -2α1b] cos2 θB

2
+α1b-c cos2φA,

 

XB = [(α2b-

β2c)cos2(φA+φB) +c(cos2φB+sin2φA) -2α2b]cos2 θA

2
+α1b-c cos2φB;YA = (α1b-c sin2φB)cos2 θB

2
,

 

YB = (α2b-

ccos2φA)cos2 θA

2
,则 $ A =XA cos2 θA

2
+YA, $ B =XB cos2 θB

2
+YB。 若政府 A 在最大纠缠下选择完全量子策略,

即 φA = π
2

,此时 XA = [(α1b+β2c)sin2φB-2α1b]cos2 θB

2
+α1b,若要使 $ A 随 θA 的增大而减小,则需满足 XA>0,

解得 θB>2arccos α1b / [2α1b-(α1b+β2c)sin2φB] ,且此时政府 B 不能使用完全量子策略。 换言之,当政府 B

不使用完全量子策略,且 θB ∈(2arccos α1b / [2α1b-(α1b+β2c)sin2φB] ,π), $ A 随 θA 的增大而减小,即政

府 A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加,政府 B 的情况类似。 命题二得证。
命题二表明,如果两个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治理能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且双方都采

用量子策略,那么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政府 A 和政府 B 的收益将随着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政府双方

是非常好的激励,因此,双方在协同开始前就应签订“纠缠协议”,确保协同双方均没有动机去采取非量子策

略。 此外,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污染治理能力不足和技术水平落后导致环境治理失衡,因此,经
济发达地区应向落后地区提供适当技术援助,以提升落后地区的治理能力,从而提高区域协同治理的效率。

命题三:考虑最大纠缠(即 ω = π / 2)后,如果政府 A 采取非量子策略,即 U
∧

A( θA ,0) 时,政府 A 的收

益 随 着 合 作 意 愿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的 充 分 条 件 是 θB ∈ ( θ∗
B , π ] , 其 中 θ∗

B =

2arccos (c-α1b) / {[α1b-c(β1 +1)]cos2φB +2(c-α2b)} 。 类似地,如果政府 B 选择非量子策略 U
∧

B( θB,0),
则政府 B 的 收 益 随 着 政 府 B 的 合 作 意 愿 增 加 而 增 大 的 充 分 条 件 是 θA ∈ [ 0, θ∗

A ], 其 中 θ∗
A =

2arccos (α2b-c) / {[c(β2+1)-α2b]cos2φA+2(α2b-c)} ,且 β1c>α2b,φA∈ arccos (α2b-c) / [α2b-c(1+β2)] , π
2( ù

û
ú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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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在考虑最大纠缠态下,如果政府 A 采取非量子策略,φA = 0,此时 XA = {[α1b-c(1+β1 )] cos2φB +

2(c-α1b)}cos2 θB

2
+α1b-c,显然,[α1b-c(1+β1)]cos2φB +2(c-α1b)<0,若要使 $ A 随 θA 的增大而减小,则需满足XA>

0,解得 2arccos (c-α1b) / {[α1b-c(β1+1)]cos2φB+2(c-α1b)} <θB≤π,此时政府 A 的收益随其合作意愿的增大

而增加。 类似地,若政府 B 采取非量子策略,即 φB =0,此时 XB ={[α2b-c(1+β2)]cos2φA+2(c-α2b)}cos2 θA

2
+α2b-

c,若要使 $ B 随 θB 的增大而减小,需满足 XB>0。 由于 α2b-c<0,
 

则要求
 

[α2b-c(1+β2)]cos2φA+2(c-α2b)>0,且
发现当 β1c > α2b 时, [α2b - c ( 1 + β2 )] cos2φA + 2 ( c - α2b) > 0 恒成立, 此时 θA 的取值应满足 0 ≤ θA <

2arccos (α2b-c) / {[c(β2+1)-α2b]cos2φA+2(α2b-c)} , 为 保 证 根 号 内 的 值 大 于 0, 需 保 证

arccos (α2b-c) / [α2b-c(1+β2)] <φA≤ π
2

,命题三得证。

由命题三可知,对政府 B 来说,使“政府 B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增大而增大”成立的条件要比采用完全量子策略

的复杂得多,不仅需要政府 A 也采取量子策略,并且要求政府 A 的合作意愿要超过一定水平,还需要满足政府 A
的分摊成本高于政府 B 的分摊收益,一旦以上条件达不到要求,“政府 B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大”就不能

成立。 因此,为了激发经济落后地区的协作动力,发达地区应在环境协同治理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积极推动欠

发达地区参与环境治理。
以四种较为特殊的策略为例,纠缠态下政府 A、政府 B 的收益矩阵如表 3 所示。

表 3　 考虑态纠缠时四种特殊策略下两政府的收益情况

政府 政府 B

政府 A U
∧

B(0,0) U
∧

B(π,0) U
∧

B(0,π / 2) U
∧

B(π,π / 2)

U
∧

A(0,0) (α1b-β1c,α2b-β2c) (α1b-c,α2b) (0,0) (α1b-c,α2b)

U
∧

A(π,0) (α1b,α2b-c) (0,0) (α1b-c,α2b) (0,0)

U
∧

A(π,π / 2) (0,0) (α1b,α2b-c) (α1b-β1c,α2b-β2c) (α1b,α2b-c)

U
∧

A(π,π / 2) (α1b,α2b-c) (0,0) (α1b-c,α2b) (0,0)

如表 3 所示,经典策略的(合作,合作)仍然不是均衡点,博弈均衡点由(合作,背叛)变成了[U
∧

A(0,π / 2),
 

U
∧

B(0,π / 2)],一旦政府 A 选择了 U
∧

A(0,π / 2)策略,政府 B 也会选择同样的策略,背叛的一方只会带来更高

的成本,合作的一方政府不必承担背叛一方政府带来的代价。 量子博弈拓展了经典博弈的策略空间,把经

典策略的均衡策略(合作,背叛)转变成了量子策略的(合作,合作)。 由此可见,量子纠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经济落后地区搭便车的问题。

五、关键参数仿真分析

为了直观地分析在态纠缠下政府双方的协同治理意愿、协同治理能力及利益关联度对于合作系统稳定

性的影响,本节主要借助 MATLAB 绘图工具通过图形展示的方式分析量子策略下的关键参数对于政府双方

收益的影响。 参数取值沿用前文的设定:α1 = 0. 6、α2 = 0. 4、β1 = 0. 6、β2 = 0. 4、b= 10、c= 5。
(一)协同治理意愿 θ 对双方收益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为了分析在特定的协同治理能力下,政府的协作意愿对双方收益及协作稳定性的影响,现考虑 φ= 0、 π
2

时,参数 θ 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及系统的稳定性。
由图 5 可知,在态纠缠下,政府的收益同时受到 θ 和 φ 的影响。 由图 5(a)可知,当政府 A 选择(θ,0)策

略,θB→0 时,政府 A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减少而增加,但是政府 A 减少合作意愿的同时会降低政府 B 的收

益,于是政府 B 降低合作意愿,造成政府 A 的收益降低,政府 A 和政府 B 的收益总是此消彼长,无法达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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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给定 φ值情况下考察
 

对政府收益的影响

衡。 由图 5(b)可知,其中看似存在两个使双方收益都达到最大的点,即(π,0)和(0,π),但这两点代表一方合

作,另一方背叛,并且政府 A 可以通过改变策略(φA = 0→φB = π / 2)来提升自身整体收益;由图 5(c)可知,政
府 A 和政府 B 的收益总是此消彼长,且随对方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减少,不存在均衡点;由图 5(d)可知,当政

府 A 选择(θ,π / 2)策略,θB →0 时,政府 A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加,当政府 B 选择(θ,π / 2)策略,
θA→0 时,政府 B 的收益随合作意愿的增加而增加,此时,政府双方都选择完全合作(θA = 0,θB = 0),系统达

到均衡,任何一方政府背叛都将承担损失,因此政府 A 和政府 B 的最优策略都为 U
∧

(0,π / 2)。
(二)协同治理水平 φ 对双方收益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为了分析在特定的协同合作意愿下,政府的协作意愿对双方收益及协作稳定性的影响,现考虑 θ = 0、π
时,参数 φ 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及系统的稳定性(πA = πB = 0 时, $ A = $ B = 0,此情形不考虑)。

由图 6(a)和图 6(b)可知,当政府A 选择U
∧

(0,φA),政府B 选择U
∧

(π,φB)时,政府A 的收益与自身的协同

治理能力成正比,与另一方的治理能力无关,因此,政府 A 的最佳策略是 U
∧

(0,π / 2);当政府 A 选择策略 U
∧

(π,

φA)时,政府 B 选择 U
∧

(0,φB)时,政府 A 的收益与政府 B 的治理能力成反向相关,而此时对政府 B 而言,其收

益与自身治理能力成正相关,因此,在此种策略组合下,政府 A 和政府 B 的利益冲突,难以达成一致;由图 6(c)

可知,当政府双方都选择策略 U
∧

(0,φ)时,若一方政府选择 U
∧

(0,0),则另一方的收益随 φ 的增加而减少。 若一

方政府选择 U
∧

(0,π / 2)时,则另一方的收益随 φ 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双方的最佳策略都是 U
∧

(0,π / 2)。
由图 5、图 6 的分析可知,政府 A 和政府 B 选择经典策略的(合作,合作)是帕累托最优解,但是不稳定,

政府 B 存在搭便车动机。 而在纠缠状态下,政府双方选择量子策略组合(合作,合作)不仅是纳什均衡解,同

时也是帕累托最优解。 总之,在考虑纠缠的量子状态下,系统的均衡解为[U
∧

A(0,π / 2),U
∧

B(0,π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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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给定 θ值情况下考察 φ对政府收益的影响

(三)纠缠度 ω 对双方收益的影响

以上分析都是在最大纠缠下的设定下,分析 θ 和 φ 对于双方收益及系统均衡的影响,接下来将探讨在给

定具体的策略下态的纠缠度对于双方收益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当 θA = θB = π 或 φA =φB = 0 时,纠缠度并不影响政府的收益,这表明当政府双方都采取背叛

策略或者都采取非量子策略时,双方收益不受到系统纠缠度的影响。 这是显然的,因为当政府双方都采取

背叛时,两者的收益都降为 0,而当双方都采取非量子策略时,双方的收益坍缩为 θ 之间的博弈,与纠缠系数

无关。 表 4 显示,一旦一方政府选择了 U
∧

(0,π / 2)策略,如果另一方政府不采取相同的策略,那么不采取相

同策略政府的利益将随着纠缠度的增加而减少。 以政府 A 采取 U
∧

A(0,π / 2),政府 B 采取 U
∧

B(π,0)策略为

例,双方收益随纠缠度变化而变化的关系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知,当政府 A 采取量子合作策略,而政府 B 采取背叛策略时,政府 A 的收益随纠缠度的增加而

上升,政府 B 随纠缠度增加而下降。 根据本文对量子纠缠的解释,纠缠度的增加意味着双方对彼此信息的

了解更多、利益关系更紧密。 因此,签署的“纠缠协议”需要在协同过程中进行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将政府

表 4　 考虑态纠缠时四种特殊策略下收益随纠缠度的变化情况

政府

政府 A

政府 B

U
∧

B(0,0) U
∧

B(π,0) U
∧

B(0,π / 2) U
∧

B(π,π / 2)

U
∧

A(0,0) (3,2) (1,4) (3cos2ω↓,2cos2ω↓) (1,4)

U
∧

A(π,0) (6,-1) (0,0) (6-5sin2ω↓,5sin2ω-1↑) (0,0)

U
∧

A(0,π / 2) (3cos2ω↓,2cos2ω↓) (5sin2ω+1↑,4-5sin2ω↓) (3,2) (5sin2ω+1↑,4-5sin2ω↓)

U
∧

A(π,π / 2) (6,-1) (0,0) (6-5sin2ω↓,5sin2ω-1↑) (0,0)

　 注:↑(↓)代表地方政府的收益随纠缠度 ω 的增加而增加(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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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纠缠度对政府双方收益的影响

之间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治理业绩等信息传递给对方,
以减少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双方对彼此的充分了

解以增强彼此信任。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信息公开可以

避免道德风险。 此外,“纠缠协议”的签订使得“背叛”成本

增加,从而加强了地方政府履行自身职责的约束力,促使经

济落后地区更倾向于积极参与协同治理,努力提高协同治

理能力。 因此,“纠缠协议”能够将污染治理的外部性内部

化,有效缓解搭便车的问题。
由以上三节对于纠缠态下关键参数的分析可知,在纠

缠状态下,地方政府的利益与 θ 和 φ 都有关,并且在最大纠

缠下,[U
∧

A(0,π / 2),U
∧

B(0,π / 2)]为系统均衡解,同时也是

帕累托(Pareto)最优解。 此外,在给定具体的策略下,态的

纠缠度也会影响政府双方的收益,一旦一方政府选择量子版合作策略,另一方选择不合作的话,其收益将随

纠缠度的增加而减少。 也就是说,信息的公开和共享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协同治理收益,不进

行信息共享的一方将面临一定的惩罚,这表明本文对量子纠缠解释是合理的。 量子纠缠综合运用惩罚和信

息披露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搭便车问题。 因此,政府双方联合签订协同治理的“纠缠协议”是很有必

要的。
(四)“纠缠协议”规定

由于“纠缠协议”对于协同政府双方维持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接下来将明确规定“纠缠协议”的具体

内容。
1. 明确规定空气治理信息的开放和共享

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对于量子纠缠的解释,纠缠程度代表政府对彼之间的信息了解程度,地方政府对协

作区域的整体环境状况了解得越详细充分,则越能制定明确有效的治理方案。 因此,协议则要求规定协作

地区之间进行环境空气质量动态数据和预报信息的共享、通报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进展,交流和总

结工作经验,在提升治污技术和强化科研分析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统筹协调解决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
2. 明确规定责任划分和相应的处罚条款

由表 3 可知,当一方政府选择了量子版合作策略时,若另一方政府选择不积极协作则将独自承担所有治

污成本。 同时,由图 7 可知,纠缠度提高会降低不积极协作政府的收益而增加积极协作政府的收益,纠缠度

强化了地方政府承担责任的约束力。 以上两种情形可作为对消极协作政府的一种惩罚机制,因此,在“纠缠

协议”中明确责任划分和处罚条款,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政府积极参与环境协同治理工

作,确保地方政府不必担心其他政府的搭便车行为带来的风险。
3. 明确规定协同治理的各项绩效指标和评价体系

由命题二和命题三可知,在考虑态纠缠后,量子策略中的协同治理意愿和协同治理能力都会影响政府

的收益及协同合作稳定性。 然而以上两者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难以量化进行评判。 为此,协议需要建立一

些可观察和量化的评估指标,将隐性的“合作意愿”
 

转向对显性的、可量化的重要绩效指标的考量。 此外,借
助第三方组织在事前对地区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进行评估,并规定在单位时间内要实现的目标和投入,
事后对治理成果进行检验,并予以相应的奖励和处罚,激励协同双方在协同治理成果上“说实话”,抑制了隐

瞒和夸大绩效指标的行为。
为了说明以上“纠缠协议”内容的适用性和科学性,本文将选取我国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大气污染协

同治理协议,并与本文的“纠缠协议”内容进行对比,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签订大气联合防治协议,但由于签订年份较早,其内容仅限于划分各

区域的治理责任,信息共享和绩效评估尚未规定。 此外,汾渭平原作为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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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部分典型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协议内容对比

协同地区 协议名称 时间 信息共享 责任划分 绩效评估

上海、江苏、浙江 《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 2008 0 1 0

广东、香港、澳门 《粤港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 2014 1 0 0

山西、陕西、河南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协议作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2019 1 1 0

四川、重庆 《关于深化川渝两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协议》 2020 1 0 1

北京、天津、河北 《“十四五”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合框架协议》 2022 1 1 1

　 注:资料来源于环境局官网。

量倒数城市多,而目前晋陕豫三省政府之间的合作仅限于会议磋商等非制度化地方政府治理,由于合作深

度不够,导致汾渭平原雾霾府际协同治理陷入了“制度困境”。 不难发现,除了沪苏浙区域因较早签订协议

外,其他地区都能实现空气治理信息共享,但在治理绩效考核、处罚与责任划分方面却缺乏明确规定,只有

京津冀区域综合了三方面因素做出了明确规定,截至目前,京津冀区域大气治理成效显著。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鉴于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通常存在搭便车现象,本文建立经济实力存在差异的两个相邻政府之间的

量子博弈模型,分别在不考虑态的纠缠、考虑态的纠缠两种情形下,利用量子策略对区域协同治理过程中的

政府行为作了细致的阐述与分析。 在府际间协同治理的情境下,“纠缠态”使政府之间的利益紧密关联,并
通过信息传递将隐性的参数显性化,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利用量子博弈方法研究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问题是合理的。 量子博弈中的量子状态、量子策略和量

子纠缠等概念能很好地契合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府际间协同合作的策略选择并非是

“合作-不合作”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策略集,政府的合作意愿是一个连续策略集,存在介于“合作”与“不合

作”中间的状态,这种假设基础类似于量子世界中的叠加和纠缠,也更加贴近现实的研究情境。 因此,量子

博弈模型拓展了经典博弈模型的策略空间,突破了经典博弈模型假设的局限,更加适用于研究现实中策略

选择并非是非此即彼而是多样兼容的协同合作问题。
(2)最大纠缠态和完全的量子策略可以有效解决政府“搭便车”问题,促进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大气污染

协同治理。 由命题一可知,当两个地方政府处于非纠缠状态时,即使合作的一方采用“完全量子策略”,“背

叛的代价”仍然需要积极合作的一方承担,经济实力较弱的地区就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 由命题二可知,当
双方都处于纠缠状态时,如果发达地区采用非量子策略,则发达地区选择合作策略的条件是欠发达地区的

合作意愿超过一定阈值;若欠发达地区采用非量子策略,则欠发达地区选择合作策略的条件更为苛刻。 由

命题三可知,当两个地方政府处于最大纠缠且都选择完全量子策略时,双方都愿意积极参与区域协同治理,
此时,“背叛代价”由背叛方承担,合作方不需要承担对方背叛的风险,搭便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3)量子纠缠和量子策略通过利益关联和绩效考核,强化了政府双方履行自身职责的约束力。 根据第

三部分对量子纠缠的解释,纠缠度的增加表示双方对彼此的信息了解越充分,利益关联越紧密,彼此之间更

为信任。 由第四部分分析可知,考虑态纠缠之后,更易实现“政府双方利益随合作意愿增加而增加”这一激

励结果,同时通过图 7 发现,纠缠度使得背叛的成本增加,从而对政府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 此外,量子策略

将协同治理意愿和协同治理能力两大隐性因素显性化,通过观测收益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双方的

合作意愿和努力程度,并根据事先制定的绩效考核制度对未完成目标的一方进行处罚,避免了不可观测因

素引发的“道德风险”,从而约束了政府双方的合作行为。
在现有关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文献中,例如,王江等[1] 和 Liu 等[34] 采用经典博弈方法指出协同治理

过程中容易出现合作困境,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他们通过设计奖惩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签订合同来解决

搭便车问题,但王江等[1]的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能够实现稳定的均衡点。 本文研究表明,量子博弈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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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稳定结果,量子机制可以扩展博弈双方的策略空间,同时考虑双方状态的持续变化。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量子博弈与经典博弈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量子博弈的策略集的优势是由独特的叠加

和纠缠特征决定的。 此外,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刘霞等[29] 及 Zhang 和 Xing[25] 的研究中关于量子策略与经

典策略比较的结论,他们都认为在两人合作博弈中,增加纠缠程度的量子博弈会比经典博弈产生更好的均

衡结果。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府际协同治理的关键是综合考虑协同合作意愿、协同治理能力以及

协同治理协议的制定和实施。 本文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 推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共享平台

首先,各区域环保部门要联合建立线上空气质量信息公布平台,实时同步公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现

空气质量动态数据和预报信息的共享,对区域空气污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其
次,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功能,构建环保意见反馈机制,利用网络媒介拓展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反馈渠道,
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最后,建立企业排放数据库。 环保督察组应定期或不定期进行

实地暗查并上传检测数据,及时通报偷排、超排企业,并督促重污染企业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和运行系统并与

生态环境部监察中心联网,以便实施远程监测,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
2. 完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首先,将区域生态环境效益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转化为清晰可量化的指标,作为政绩考核和评价的依

据,促使各级政府形成内生动力。 此外,除了中央对于地方治理绩效的纵向评估之外,还应进行建立在协同

共识上的府际间的内部横向评估,形成成员内部的相互监督。 其次,借助技术手段提高评估机制的效率与

科学性,综合考虑各地政府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与表现,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为责任划分提供依据。 最后,要健全协同治理的问责机制。 问责的目的是对政府组织及官员的行为形成责

任约束,一方面要加强问责过程的规范性,明确污染治理的因果关系与权责关系;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和

量化问责事由,建立规范、统一的问责标准,保证问责公平。
3. 培养区域认同感、建立府际信任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分割化、单一化的治理模式难以形成治理合力,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要强

化地方间的观念认同和价值共识,赋予地方政府区域归属感。 此外,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地方政府应当基于

“互信”理念签订生态协同治理协议,并在协议中做出承诺,适时公开履行情况加强自身的信用度建设。 再

者,地方政府在开展生态治理的过程中需避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应通过对话交流实现信息对称,增
进彼此间信任。 提高府际信任将减少合作的不确定性,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合作才能维持协同稳定,实现

共赢。 最后,要通过生态共治、环境共享的理念指引和良好的府际信任关系实现府际协同治理的长治久安,
从“以邻为壑”迈向“同舟共济”,共同打赢“蓝天保卫战”。

 

(二)结语

本文构建双异质政府之间的量子博弈模型,通过策略拓展方式有效解决了大气污染府际协同治理的

“搭便车”问题,并基于对量子策略和量子纠缠的解读,制定了协同治理“纠缠协议”,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

了三点管理启示,为我国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本文只考虑

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实中,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涉及主体的多样性和利益的复杂性,在未来

的研究中,将进行多主体博弈分析,并进行数据收集引入实证分析验证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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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eighbors
 

to
 

Partners:
 

Research
 

on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Air
 

Pollution
 

Based
 

on
 

Quantum
 

Game
 

Huang
 

Dingxuan,
  

Tan
 

Bin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free-riding
 

often
 

exists
 

in
 

regional
 

air
 

pollu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is
 

issue,
  

a
 

quantum
 

game
 

model
 

involving
 

two
 

heterogeneous
 

governments
 

was
 

constructed
 

using
 

quantum
 

game
 

theory.
 

The
 

consideration
 

of
 

entangled
 

states
 

was
 

discussed
 

separately,
  

and
 

the
 

game
 

results
 

were
 

locked
 

into
 

a
 

quantum
 

version
 

of
 

cooper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strategy
 

expansio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strategies
 

and
 

quantum
 

entanglement,
  

explicit
 

provisions
 

for
 

the
 

“ entanglement
 

agreement”
 

in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were
 

m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angled
 

states
 

and
 

quantum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free-riding
 

issue
 

of
 

governments.
 

Quantum
 

entanglement
 

and
 

quantum
 

strategies,
  

through
 

interest
 

association
 

and
 

index
 

quantification,
  

can
 

avoid
 

the
 

issue
 

of
 

“moral
 

hazard”
 

and
 

strengthen
 

the
 

binding
 

force
 

on
 

both
 

governments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ree
 

policy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stablishing
 

an
 

air
 

quality
 

information-sharing
 

platform,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fostering
 

regional
 

identity
 

and
 

establishing
 

intergovernmental
 

trust.
 

These
 

implications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advancing
 

regional
 

air
 

pollu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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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壑”如何迈向“同舟共济”


